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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经济变动与信贷契约书写的演变
要要要清代歙县璜尖村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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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18尧19 世纪皖浙交界地区的璜尖村山林经济的变动引起了契约文书书写的变化遥 1780 年以前袁山场以蓄

养林木和茶叶种植为主袁山林土地交易市场发育并不显著袁土地交易以没有回赎期限的活卖契为主袁而当契仅局限在田

地交易之中遥1780 年以后袁大批棚民入居并长期租赁山场茶园袁种植玉米等杂粮袁带动了当地山地开发袁提升了山林经济

价值袁土地流转频繁遥 此后的山地交易开始流行有明确回赎期和利息的当契袁活卖契也开始增添了明确将回赎期限作为

是否向绝买契转变的内容袁典契和活卖契的内容趋于一致遥 这一个案表明袁活卖契脱胎于卖的行为袁仍保留了基本小农

生存伦理的原则曰当契适应不断商业化的市场逻辑袁并对活卖契书写细节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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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ry Economy Changes for Evolution
of the Form of Credit Contract

———A Study Based on Huangjian Village of She County during Qing Dynasty

HUANG Zhong-xin1，2

（

Abstract院 In 18 and 19 Century，the change of the forest economy in the Huangjian village caused the

changes in the writing of the contract documents. After 1780，a large number of shed people settled and plant-

ed tea，corn and other grains，led the local mountain development，enhanced the economic value of forest

land，and frequent circulation. The flexible buying contracts originated from selling behavior，still retained the

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of peasant survival; the pawn contracts adapt to the market continuously，and had im-

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 details of the flexible buying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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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以来，各地土地契约文书不断发现并应用于史学研究，成为民间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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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杨国桢指出，契约文书作为记录乡规俗例的法律文书，是“所有权制度历史演进的第一手原始资

料”，也保留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类经济数字资料，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特殊价值1。近

年来，随着民间历史文献学、古文书学的建立和日益成熟，契约文书被当作民间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

反映以及私文书系统的一部分，其保存形态、书写样式、形成与流传过程、机能与效力等问题逐渐成为

关注焦点2。

在土地契约的类型中，卖契和典契的关联和区别一直是讨论的话题。卖契以是否具有回赎权而被

区分为绝卖和活卖两种类型；活卖与典由于都是可以回赎的出售而常常被诸多学者视为同一范畴的

契约。寺田浩明认为“典”和“卖”共同构成了广义的“卖”的概念，体现了“以土地收益为中心的观念”。

“典契和卖契的现实差异归根结底只是有无回赎可能性这一点”3。黄宗智亦认为“典”是有回赎权的土

地转让，应与绝卖明确区分开来4。曹树基通过押金和地租比率的换算，认为活卖和典卖都属于信贷而

不是买卖的范畴5。梁治平则指出，尽管两者难以区分，但“典与卖有不同的渊源”，活卖是卖的变体，尤

其是不少地方保留了“推收过户”的特征；典是借债担保的关系，在特定社会需求下渐变而近于卖 6。杨

国桢主要依据明清日用类书所载的契约格式，认为活卖的产生原因在于土地交易与税粮推收不同步

引发了“加找”和“回赎”等行为，使得“实际发生过的买卖行为便蜕变为貌似典当、抵押的关系”。“典当

契式从独立运用到普遍与卖（买）田契混用，也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契约关系变化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

高利贷资本侵蚀、吞没土地所有权的手段，已经发展到烂熟”7。寺田浩明在区别典和卖之后又提出新

的思路，“‘卖’的含义与其说是区别于典当的买卖，不如称为田主给予对方在该土地上经营的正当性”，

“如果在某个地区没有写明绝卖，就具有活卖的实质内容。从这一点上说，卖一般包含回赎可能”8。亦

即，卖契中最接近“卖”的本质的是活卖契而不是绝卖契。

显然，上述学者对于活卖和典的区分立足点是不同的。在地权结构方面活卖和典具有一致性的结

论，基本达成共识；从契约文书用词和书写样式的选择来看，尽管内容差别较小，但典契形成较晚，活

卖与典具有不同的源头。这些观点具有合理性，但更多是基于逻辑判断，而缺乏系统性的契约实物论

证。实际上，不同时代和地区流行的有赎回权的土地交易契据不尽相同，或以活卖契居多，或以典契为

主，“一般很少发现活卖契与典契并存的现象。”9 因此，同一性质的土地交易行为之下，何以某一类型

契约得以流行，而其他契约却被摒弃，是笔者希图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不同的文本传统，是民间历史文献学倡导的解读方法。“在可以清楚地

看到风格和用词上有地区性差异的同时，对某一特定环境中契约和文书如何使用则很少有人加以研

究。”10 徽州契约范畴中，讨论活卖与典当差别的研究并不多，仅见郑力民提出猜测，“找价”一词存在

1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2 页。

2 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东南学术》2004 年增刊，第 293-296 页，黄正建：《中国古文书学的历

史与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35-139 页。

3［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0、76-77 页。

4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 68 页。

5 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7 页。

6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0-101 页。

7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第 20、28-29 页。

8［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第 20 页。

9［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第 19 页。

10［美］孔迈隆：《晚清帝国契约的构建之路》，曾小萍等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李超等译，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1 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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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典契，而“加价”用于活卖契 1。本文以皖浙交界地区的璜尖、清坑等村落留存的契约文书为研究对

象。明清时代，这几个村落隶属于徽州府歙县二十五都，却嵌入在休宁县境内，1949 年以后划入休宁

县，1958 年部分村落又划归浙江省，现行政建置为安徽休宁县璜尖乡，以及浙江淳安县中洲镇的部分

地区。为了便于表达，本文将这一地域统称为“廿五都飞地”。根据 2005 年璜尖乡政府的统计，当地平

均海拔超过 800 米，全乡 3 个行政村，817 户，共有 2641 人。土地总面积为 58770 亩，其中耕地面积仅

有 210 亩，茶园面积达到 3630 亩，毛竹林面积为 7500 亩，木材蓄积量 10 万余平方米。面对如此之低

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数据，来自于江南平原的法律史学者将其称为“并非宜居之地”2。但是，这里的自

然环境与徽州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太大差别，仅仅是因为边缘的地理位置而使得整体开发进程晚于徽

州腹里地带。笔者自 2011 年起，陆续在璜尖等村搜集清代、民国契约文书上百件以及族谱等各类民间

文献。另外，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于 2010 年购入邻近的清坑村各类文书 50 余件，亦可作为辅助证据。

璜尖契约文书具有一定的时间连续性，也有较强的系统性，形成了乾隆—嘉庆时期的程世烛、嘉庆至

咸丰时期的程日愈、光绪至民国时期的程正鐀等以个人为中心的文书群，他们出自同一个家庭。以此

为切入点，可从较长时段将文书内容与类型的变化过程与山林经济结构变动联系起来展开研究。

二尧1780 年以前的山林经济结构与契约书写

璜尖村的主要姓氏是程姓。一份康熙三十二年（1692）《承德堂重修厅堂合同》载称：“自通公于成

化年间由富溪迁衍璜川”3，可知程氏宗族源于休宁县的大阜（又称大富盈尧富溪），大致在 15 世纪下半

叶迁入定居。当地的山林经营，主要包括了木材、竹笋、茶叶的成片种植以及水稻、蔬菜等零星栽种。现

存最早的一份契约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程汪喜的卖田契，详文如下（契约的签押部分从略）：

从内容上看，这份卖契已经将田地推收过户，听从买主处置和缴纳税粮，具备绝卖的特征，可是附带条

款又赋予了回赎权，而回赎期又不如典契那样确定，仅称“日后原价取赎”，更没有规定利息。可见，此

契本身应属于卖契，之所以加上回赎的条款，可能交易双方为熟人，基于人情而逐渐形成如此惯习。这

类卖田契在乾隆年间还一直存在。乾隆六年（1741）程茂志卖田契亦称：“其税在于本家福远户内。过册

之年，听凭受人过割无异”。再批曰：“其田日后原价回取”。乾隆三十五年（1770）程世端卖田契载：

1 郑力民：《明清徽州土地典当蠡测》，《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第 33 页。

2 田涛等主编：《徽州民间习惯调查》，法律出版社，2014 年，第 17 页。

3 本文所引契约文书，凡未注明出处者，均为笔者在璜尖村搜集所得。

立卖契人程汪喜袁今因缺少使用袁自情愿将承父业糜字七千四百十三号袁土名净水田袁计
田税五分四厘遥又将糜字七千七百号袁土名金家上湾袁计税一亩七分八厘九毛袁派到本身勾内

八分七厘五毛四系遥 又将糜字七千六百九十三号袁土名社屋阴袁计税六分四厘四毛遥 似[此]前
三号袁共田税二亩一分正袁自情愿央中出卖与亲叔程名下为业袁三面议定袁时直价银七两正袁
其银当日收足袁其田听从买主管业收租耕种完粮无异遥倘有内外人言说袁尽是本身之当袁不涉

买主之事遥 恐口无凭袁立此卖契存照遥
卖主日后原价取赎遥

立卖契人程世端袁今欠少使用袁自愿将承祖遗下忘字七千六百四十九号袁土名四亩田袁计
税四分八厘七毛三系袁自愿凭中立契出卖与程良梅公祀内袁九七色银六两六钱七分遥 其银当

日是身收足袁其田议定秋收交谷一百斤袁不得欠少遥 如要欠少袁听凭祀内人执契管业耕种无

阻遥 恐口无凭袁立此卖契存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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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良梅公祀是一个程氏宗族支派的祭祀会。该契约是将田产卖给会社组织，从“议定秋收交谷一百斤，

不得欠少”，否则“听凭祀内人执契管业耕种无阻”的规定来看，同样是不完全产权的分割。卖田人程世

端仍持有该田地，只是将田底权出让给祭祀会，而自身转变为会社组织的佃农。另外，这一田地的亩价

达到 13.69 两，而前述康熙中叶的亩价只有 3.33 两，与徽州田价上涨的趋势大体一致，但均低于同时

期徽州其他地区的平均价格（清初均价为 8 两袁乾隆中期达到 20 两以上）1。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璜

尖不少卖契实质上具有活卖性质，有银两与田租相抵，或以每年交纳定额米谷等方式偿还利息。可见，

当时田产卖契不仅存在于个人间，也存在于个人与民间组织之间，后者往往演变为地权分割和租佃关

系的确立。

乾隆二十九年（1764）方以运等人同样将田产卖入程良梅名下，其契如下：

程良梅的生卒年代不详，但结合前一份契约来看，这里的“亲人程良梅”可能也是祭祀会。较之前述的

卖田契，该契约同样是卖田人转变为佃户的记录，“每年议定秋收交封包白谷三百二十觔”。稍有不同

的是，订契双方的户籍属于不同省份，反映出璜尖程姓已经在浙江遂安县购置土地。正因为如此，契约

增加了田地税粮推入璜尖程姓在遂安县所立寄庄户的内容，但这并未改变出卖田底、保留田面的本

质。

关于山场、茶园的经营。茶叶是璜尖普通民众资金的重要来源，不少契约的回赎期或还款期都是

在春、夏茶市开启之后。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程天存卖茶园契，实质也是一份活卖契约，约定次

年茶市之后将抵押给程兆佑的茶园赎回，其契约称：

契约并没有载明利息数额，而乾隆五十六年（1791）六月程日椿亲笔所立的借票也没有显示利息，可能

这一时期的借贷行为主要局限在宗族内部，且期限较短，因而利息较低，甚至可以忽略。程日椿便是将

借来的钱款，年内归还一半，余下的一半在来年茶市期间还清：

这些契据表明，当地茶叶的产销具有明显的商品经济特征，影响了民众借贷方式和相关契约内容。相

形之下，山场的交易主要采用绝卖契。程余山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和三十四年六月先后订立了

两份卖山契，内容如下：

1 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02 页。

遂邑十三都之璋川庄立卖契人方以运袁今缺使用袁自情愿将土名大坪袁遐字号袁计田税二

亩五分袁央中立契出卖与歙邑璜川亲人程良梅名下为业遥 当日面议时值价纹银八两正袁其价

当即随契收讫袁其田听凭受人执契管业遥每年议定秋收交封包白谷三百二十觔袁不得短少遥其

税原在本家方美玉户内袁即便起推入受人寄庄户内输粮供差无阻袁契外不立推单袁亦不必面

同关会遥其田从前并无典卖重复等情遥如有此情并内外人言说袁尽是出卖人支当袁不与寄庄之

事遥 恐口无凭袁立此卖契并推单存照遥

立卖契人程天存袁今因缺少袁自情愿将于土名培家茶园一片袁出卖于房弟程兆佑名下袁纹
银一两八钱正遥 约至来年茶市取收袁本利凤[奉]还不误遥

立欠会票人程日椿袁 今阴到房叔世焜名下元银三两八钱四分正袁 约至本年十一月交一

半袁余欠来年茶市交青[清]不误遥

休邑二十都八图立卖契人程余山袁今因欠少使用袁自愿将承祖遗业山袁土名白石堀袁原额

忘字七千二百二十六号袁内取山税一分七厘二毛曰又将忘七千二百二十七号袁土名舍下源袁内
取山税五分正曰又将七千二百三十号袁土名抱见山袁内取山税三分二厘八毛整袁其山三号袁共
税一亩整袁其四至照依鱼鳞京册渊原文如此袁野京冶应为野经冶冤遥 今来凭中立契袁出卖到歙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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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璜尖契约中所载的土地字号皆为“忘”字号，因此，程余山虽为休宁人，但他所持有的这些“承祖遗

业”的山场，都位于璜尖境内，而且土地编号基本相连，坐落也应邻近。这些山场的税粮都在歙县二十

五都一图程大远户内，该户名可能也是寄庄户。因此，这些产业在此次交易之前的产权形态属于“插花

山”1。程姓买人的户籍都在二十五都二图，一份契约记载的是税户名“程显文”，另外一份则详细列出

了五个姓名及各自拥有的股份，从交易和土地坐落的连续性来看，两次交易的受业人应为同一群体。

而程余山来自于休宁县二十都八图，该图大部分民众居住在大阜2，亦即璜尖程氏所宣称的迁出地。由

此可以判断程余山与璜尖程姓具有亲属关系。据嘉庆年间的《璜川程氏瓜藤谱》载，北宋年间大阜程氏的

一位祖先就已埋葬璜尖，早于被璜尖程氏奉为始迁祖的程通。且不论这一记录的时间是否准确，至少表

明休宁大阜程氏很早就控制了璜尖一带的土地，在璜尖程氏定居初期，应当还保留不少大阜程氏所有

的土地。而康熙、乾隆时期，璜尖程氏宗族组织开始完善，修复祠堂、坟茔并制订了大量规约3，大阜程

氏已经难以掌控这里的土地，这两份卖山契采用绝买的形式，便是在这样的地方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再看价格。第一份山契的亩价是 5 两，而第二份则仅有 1 两。而乾隆六年（1741）程兆耀卖山一亩，

值纹银一两五钱，亩价是 1.5 两；乾隆十五年（1750）程茂盛卖山一亩二分，得银 14 两，亩价已经达到

11.67 两。乾隆十一年以后是徽州地价的上涨期，但这两份契约的价格却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同样可以

说明大阜程氏对于此处产业的放弃。

综上，在 1780 年之前，璜尖程氏宗族组织和土地经营已经有所发展，土地的价格波动趋势与徽州

大体一致，但整体水平稍低。主要原因是当地盛行保留回赎权，但期限利息规定模糊的活卖田地形式；

还有出售田地，但保留耕作权，交纳租谷的交易方式，是宗族组织扩大族产的主要途径。茶叶是当地主

要的经济作物，常见于借贷关系之中，产生了个别以茶园作为抵押物的活卖契。山场交易以绝卖居多，

租佃和信贷功能不强，主要是璜尖程氏从大阜程氏手中收回当地的山场。

1 张佩国、周建军：《“插花山”：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2《休宁县都图里役备览》，清代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3 在璜尖契约文书中，就有《康熙三十二年承德堂重修厅堂合同》、《乾隆二十五年承德堂祀产合同》、《乾隆三十三

年承德堂等保护祖坟合同》、《乾隆五十六年完善承德堂合同》等多份合同，以及乾隆年间《程忠壮公祀会簿》等簿

册，表明清中叶璜尖程氏宗族活动较为频繁。

十五都二图三甲程显文户内名下为业袁当日三面议定价九五色银五两整袁其银当日收足遥 其

山自今出卖之后袁听凭买主收税管业办纳粮差袁倘有内外人言及先后重复交易不明等情袁尽
是卖主承值袁不涉受主之事遥 其税在歙邑二十五都一图程大远户内袁即行起推入二十五都二

图三甲程显文户内办纳粮差无异遥 恐后无凭袁立卖契永远存照遥
休邑二十都八图立卖契人程余山袁今因欠少事用袁自愿将承祖遗业山袁土名枫木凹原袁原

额忘字七千二百廿五号袁内取山税三分二厘七毫遥 又七千二百廿六号袁土名白石堀袁山税一分

四厘袁又七千二百廿七号袁土名舍下源袁山税三分遥 又七千七百廿九号袁土名黄荆坞袁山税一分

一厘遥四至照依鳞册为定袁四共山税八分七厘七毫遥今来凭中立契袁出卖到歙邑二十五都二图

程天助二股袁兆仙一股袁四十一股袁进一股袁金榜二股袁程阴阴名下为业遥 当日三面言足价九五

银八钱八分整遥 其银当日收足袁其山听凭银渊主冤管业收税办纳粮差无异遥 倘有内外人言及先

后重复交易不明等情袁尽是卖人成值袁不涉买人之事遥 所有税粮本户即行起推入歙邑受人户

内遥 恐口无凭袁立此卖契袁永远存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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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从棚民租山到土客矛盾渊1781-1815年冤

棚民是清代东南山区普遍存在的流民或移民群体。如同浙西地区康熙、乾隆年间“暴风骤雨式”的

山地垦殖热潮1，自乾隆朝后期开始，璜尖村出现了几份将当地的山场、茶园租赁给棚民种植的契约文

书：

契约（1）立于乾隆辛丑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是目前所见当地最早的一份租地给客民的文书。合

同议定来自浙江开化的叶耀光等人在山场种植蓝靛、烟草等，并蓄养山林，不得抛荒，具有租种山地和

出拼木材两种混合经营方式。木材两半均分，蓝靛等经济作物折合银两后，山主抽取十分之一。若只种

植蓝靛等作物而没有种植树苗，则山场所得皆归山主所有。可见璜尖程姓始终将林木视为保持基本生

计的方式，对于蓝靛、烟草等的价值并没有太多认识。乾隆五十二年（1787），璜尖程姓与来自安庆潜山

县储、黄等姓订立租种玉米、杂粮的契约。

与契约（1）的合同相比，这份拚批（拚契）更多地表达出程姓主动租山之意，对于租客的约束条款也较

少。不过，契约（1）中没有限定租期，也没有收取押金，但每年需要收取一定的租金并要求客民种植林

木；而程世焻兄弟将山场租与棚民种植 25 年，一次性获得租金九七色银 140 两，“其银另不立领”，玉

米、杂粮、木材等均为租客所有。可见，契约（2）颇具信贷色彩，类似于押租制，是在程氏兄弟“用度不

凑”，急需资金的情况下订立的。因此，山主对于山内林木并没有保留，棚民拥有了山场的使用权和收

益权。这种棚民以货币获取地权的形式，被杨国桢称为有限度的“货币权力的侵蚀作用”2。尽管如此，

棚民经济对于璜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此后出现的几份相关契约皆为租客所书的承

批、承约，山主与租客间订立合同的形式似乎不太多见，抑或表明了棚民在当地山场租种上逐渐获得

1 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第 4 期。

2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20 页。

渊1冤立合同议约人歙邑廿五都二图璜川庄程广侯兄弟等尧开邑廿五都一图王處川庄叶耀

光等袁今将承祖之业璜川庄忘字号青山一段袁坐落土名青山堗袁东至大弯出口小降直下袁南至

大坑袁西至大尖大降直下袁北至横降为介袁其四至分明袁将山出招与叶耀光等名下永远拨剔作

种靛尧烟尧六熟等项袁扦插山苗袁蓄养拨剔成林遥会同招客出拚之日袁两半均分袁永远不得异言遥
其山作种货十两袁山主抽一两以作为租遥 面议其山上年种尧二年扦苗袁不得抛荒遥 日后倘若不

能扦苗袁其种山货听凭山主尽收袁不得异言遥山有不明袁山主一力承当袁不涉种山人之事遥日后

两家毋许悔言袁若有此情袁公罚银一百遥 今欲有凭袁立此合同二纸袁各执一纸袁永远存照遥
其山祖坟本家留存袁不得侵犯袁再批渊押冤

渊2冤歙邑二十五都二图璜川立拚批人程世焻尧程世 尧程世炔尧程世烘等袁今因用度不凑袁
兄弟谪议袁情愿将忘字号内坐落殿基坞袁土名入磨下坞生财山场尧阴阳合坞山场一所袁其界上

至金竹坑大岗分水为界袁左凭大岗分水为界袁右凭大岗分水为界袁下至河为界遥过河又阳山一

片袁俱照老界袁阳边有兴山为界止袁阴边里至浩边山为界袁外边忍边山为界袁在山茅衣各色树

木并棚屋仓屋尽在其内袁无得遗留袁凭中出拚与安庆潜邑储诙绪尧黄资超名下开挖兴种苞芦尧
杂粮遥 三面议定山价尧工食银尧休平银九七色银一百四十两足遥 其银另不立领袁当日亲手随批

亲收两訖遥 自拚之后袁听从锄种袁毋得异说遥 其山订兴种二十五年为满袁契满还山遥 倘有山业

不清袁内外人言袁尽是山主承当袁不管受人之事遥 其有门户差肺[费]事用袁尽是种山人承当袁不
管山主之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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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一定的主动权。

契约（3）中的茶园山场押金为 3180 文。江浙地区乾隆六十年的银钱比价是 1︰1450 1，折合仅约为 2.2

两，租期不明。种植玉米，山主每年分得收获物的 25%，租客得 75%；种植茶叶，“四年无租”，表明押金

抵扣了四年的茶租，茶叶均归租客所得，之后则需要缴纳相应的租金。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契约（2）中的

高额租金的确是山主急需钱款所致。

契约（4）、（5）应是两份较为连续的承约，山主皆为程世烛，产业都是金竹坑山场三块。契约（4）中

的山场押金称为“寄庄钱”，为 2000 文，折合为 1.38 两，五年之后才能“回转”，即将押金退回，重新确

定租种关系。山场所得，三七均分。契约（5）表明同一山场在五年之后更换租客，但没有收取押金，亦无

租期，保持了此前的分成租制。同时，增加了一个条款：要求租客每年交出三斗（应为玉米）给山主用于

缴纳赋税。契约（6）则是程世烛租出的另外一处山场，用于种植苞芦，产品二八均分，亦无押金和租期

的规定。

大体而言，缴纳押金总与租种期限挂钩，而无押金的契约也没有租期的限定。客民租种对象多为

玉米、杂粮，其他作物似乎不多。山主也愿意接受玉米的实物分成租，只有蓝靛、烟草等经济作物，才收

取钱款。另外，限定山场需要为山主种植林木的规定逐渐消失，常常将山场完全交由棚民管理。如此一

1 陈昭南：《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年，第 17 页。

渊3冤立承约人王凤廷尧王安富袁今承到程世焜名下水堆藤茶园山地一块袁兴种苞芦袁言定

每年二七五均分袁东得二五袁客得七五遥 到脚比去足钱三千一百八十文袁订定采茶四年无租遥
其山听客兴种袁无得异说遥 彼此情愿袁恐口无凭袁立此承约存照遥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立承约王凤廷渊押冤尧王安富渊押冤
凭中人程昆山渊押冤尧程皖一渊押冤

渊4冤立承批人杨天祥袁今承到程世烛名下金竹坑水竹坞小土名袁生熟山场袁大小三块袁言
定每年三七均分袁比日言定寄庄钱二千足遥其钱五年之外回转袁其钱五年之内不得回转遥不得

异言袁立此承批存照遥
嘉庆元年十月 日立承批人杨天祥渊押冤

中书人余志高渊押冤

渊5冤立承约遥 储体贤今承到程世烛名下休邑今竹坑共山三号袁在身承种袁面议每年山租三

七均分袁东得三袁客得七遥 秋收阴阴阴称面分袁不得私彩袁如有私袁听东会租会召袁不得执流

[拗]遥 再批院外回租每年交三斗回东遥 恐口不异袁立此承约阴阴存照遥
嘉庆五年三月 日立承阴阴 储体贤渊押冤

凭中人 王业昌渊押冤尧程樱渊押冤
代笔 方载吉渊押冤

渊6冤立承批人曹玉峰袁今承到程世烛名下张家坞生熟山场一片袁兴种苞芦袁言定各收二八

均分袁凭东面采袁不得私取袁恐口无凭袁立此承批存照遥
嘉庆十年二月 日立承批人曹玉峰渊押冤

凭中程世烘渊押冤
代书程日樱渊押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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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山林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最明显的便是璜尖村民也开始种植玉米等杂粮。嘉庆十二年

（1807）二月璜尖村程世焜所立租山批，是较早记录当地民众种植玉米的契约：

从契约内容来看，山场种植玉米是三七均分，茶园则是二八均分，是实物分成的形式。相较之下，同一

茶园的茶租则是采取货币定额租。在此之前的嘉庆十年，程世魁将山场“出拚与程世烛名下管业，三年

为至，凭中补价苞芦四石五斗，其苞芦当日是身一并收讫无异”，将玉米作为押金支付。从前述契约可

知，由于此前程世烛多次向棚民出租山场收取实物租，因而他将这一做法带入同族内部的交易之中。

以玉米实物作为租金或押金，究其原因，恐怕是当地社会对新粮食作物的依赖日益增强。有研究证明，

徽州一直是缺粮地区，尽管官府屡有禁令，但玉米经济却不断普及并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1。收

取玉米可以直接补充口粮；而茶叶是经济作物，与市场联系密切，却不能满足乡村民众的基本口粮需

求，亦难以迅速兑换钱款，故而采取货币租金的方式。

另外，在物价飞涨的时期，缴纳实物还可以规避风险。民国三十六年（1947）六月，清坑村汪再兴将

一处竹园当给汪庆枝，获得法币 50 万元，“准于戊子岁（即 1948 年）五月夏至日以前交付干苞芦子七

百十四斤足，不得欠少”，后又补充规定“当契至民国己丑年（1949 年）五月夏至日，本利共计苞芦子一

千零七十一取赎。如果误期未取，凭中指界交业，不得阻执，日后苞芦此数备齐取赎，不得异言。”2可

见，用玉米偿还本息在 19 世纪以后逐渐跨出租佃关系领域，还成为璜尖周围村落借贷契约的内容。

不过，棚民经营山场并非一帆风顺。赋税问题成为当地民众与客民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嘉庆十五

年（1810）璜尖全村订立合同称：

订约的人名中有程世烛、程世起、程世炔等，皆参与了此前的租赁山场。上一节中的契约（1）、（2）皆为

土地字号“忘”字号的山场，契约（4）、（5）的土名“金竹坑”同样出现在契约（2）中，可见，租给棚民的产

业大部分是“忘”字号。一般情况下，土地租出之后，租客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山主、田主保持处置权，

需要承担相应赋税。可是，璜尖村内有程姓借着拥有山场产权（野籍其有分冶），不顾同村赋税歉收，出租

与棚民经营，中饱私囊。只有契约（2）、（5）有较为明确的说明赋税缴纳需由棚民参与负责。尤其是契约

（2），让“种山人”完全承担赋税，实际上变相地将山场长期出卖给棚民。但棚民具有流动性，并没有在

1 梁诸英：《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以文书资料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

2《民国三十六年汪再兴当山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藏。

立租批人程世焜袁今有牛眠石熟山一片袁又有汪家山熟山一片袁出租与族侄程日酒兴种

苞芦袁每年冬收苞芦袁三七均分袁不得短少遥 其有牛眠石茶园一片袁听凭日酒锄摘茶袁其茶租

当面言定足钱三千整遥 其有牛眠石茶园地锄芦米袁二八均分遥 倘有苞芦袁不得私取遥 倘有此

情袁听凭另召遥
再批院茶园锄摘五年遥

立议合同程尧徐尧张等袁因为本境源头忘字号山业袁乾隆年间向遭租召棚民袁历来虚赔国

课袁至今年限已满有余袁讵有里程袁籍其有分袁复召异民租种肥囊袁不顾我等课粮虚赔无休遥我

等不忍坐视袁爰是合村相嘀执阻遥倘有结讼事情袁务要使费袁面议公出袁毋得推诿遥各房扦立头

首袁閗出交众应用袁不可以私费公袁必慎于如始袁不可半途而废遥 恐口难凭袁立议合同七纸袁各
执一纸存照遥

嘉庆十五年三月 日立议合同程兆杰渊押冤尧程兆文尧程兆纯渊押冤尧程兆信尧程世起尧程金俸

渊押冤尧程世烺渊押冤尧程世炔渊押冤尧程世魁尧程世烛渊押冤尧程世燆渊押冤尧程日抖渊押冤尧程士楷渊押冤尧
程起瀛渊押冤尧徐可暖渊押冤尧张廷绪渊押冤

依书程干周渊押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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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议约中亲刘宏绪尧俞永青等袁今因曹人原拚程三行仝男连生山场一片袁曹顶于徐袁徐顶

与储袁因曹人先年有老批一纸袁凭中理论袁储人收租二股袁曹人收租一股遥每年秋收之日袁公仝

面收袁不得一人私收遥 今恐无凭袁立此二纸袁各收一纸为据遥
老批一纸袁卖人收领袁又照遥

嘉庆七年十一月初十日立议约刘宏绪渊押冤俞永青渊押冤
遵议储名显渊押冤尧曹玉峰渊押冤

凭中人杨盛禄渊押冤尧刘体正渊押冤尧杨有山渊押冤尧石特夫渊押冤

立顶约人储协辅袁今收原批程日英太阳坞内茶丛地一块袁凭中出顶与程世烛名下兴种管

业袁三面议定袁顶价元银一两整遥其银比讫袁其地听受顶人管业袁其年限照依炭灯坞拚批为据遥
据此情愿袁永永渊远冤大发存照遥

嘉庆九年十一月吉日立顶储协辅渊押冤
凭中人刘承绪渊押冤尧刘象全渊押冤

门牌

特授江南徽州府歙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王袁为敕奉上谕事遥 奉各宪札袁钦奉谕旨袁颁

当地入籍、开立税户，赋税如何缴纳存在很大漏洞。笔者就发现了一份嘉庆七年（1802）棚民订立的议

约：

参与订约的各姓，储姓、杨姓以及曹玉峰分别出现在契约（2）（5）、契约（4）和契约（6）中，皆为棚民姓

氏，而刘、俞、石等姓也应是客民。曹玉峰之前与程三行父子订立了拚山契约，随后又将山场经营权顶

给徐姓，徐姓又顶给储姓。经过多手转移之后，储名显等人拥有山场的使用权，但由此引发了“一山多

主”的矛盾。曹玉峰因手握与山主订立的契约，因而要求收取一部分租金。显然，曹姓成为山场的“二地

主”。由此可见，与平原地区“一田多主”导致钱粮逋负现象类似，山场地权也发生了分化，影响了赋税

缴纳。更有甚者，还有棚民将山场转租给璜尖村民，如嘉庆九年（1804）储协辅所立的顶茶丛地约：

储姓是活跃在皖浙交界地区的棚民姓氏1，前述契约已出现有多位储姓。储体贤除了契约（5）中承租山

场之外，还在嘉庆八年程日樱将张家坞山场出拚给程世烛的契约中作为中人出现，而这处山场第二年

就被曹玉峰租去，即契约（6）。就在这一年，程世烛又从储姓手中转租来程日樱（英）的茶丛。因此，璜尖

村民与外来棚民之间的交易关系日趋复杂，彼此互为山主和租客的关系。如此一来，璜尖一带较为简

单的山场地权关系不断变动，诱发了赋税缴纳的矛盾。对此，璜尖全村订立合同，要求停止租地给棚

民，并做好了长期打官司的准备。此后在现存的契约文书中，的确没有出现此类客户租地的文书，说明

合同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力。同时，当地民众学会玉米等作物的种植方式之后，对山场经营的重视程

度开始提升，山地契约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更为显著。同时，当地并没有发现武力驱逐棚民的情形，也

没有以水土流失、风水破坏为由进行诉讼的相关记录2。可见，清中期当地的土、棚矛盾的聚焦点似乎

比较有限，并没有扩大化。更何况，先前订立的契约是得到官府承认的，使得棚民在纠纷中占据有利地

位，因而一部分棚民开始在廿五都定居下来。

既然棚民难以杜绝，编立保甲加强控制是较为合理的处置办法。目前见到该飞地最早一份棚民保

甲门牌是在嘉庆二十年（1815），距离璜尖全村订立合同仅隔五年。

1 璜尖乡邻近的源芳乡一带，同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潜山籍的储姓棚民。［日］涉谷裕子：《清代徽州休寧県における

棚民像》，山本英史编：《伝統中国の地域像》，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0 年，第 233-241 页。

2 徽州其他地区有采取针对棚民的驱逐、京控等抵制举措。参看谢宏维《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清史研

究》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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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保甲事宜各条袁转行到县袁奉此袁合行给牌稽查袁为此袁仰该牌长知悉袁即将后闻客户姓名尧
年岁尧地粮尧税亩尧作何生理并男妇尧大小丁口以及邻佑便照项写明白袁如有左道邪教尧番贼

光棍尧私铸私销尧窝娼窝赌尧逊犯逊远袁以及赌具邪书一切有干例禁之事袁该牌长邻佑即行呈

首袁立拿究惩遥 倘敢纵容不报袁一经事犯袁定将惩究不贷袁须至牌者遥
计开

二十五都 二啚 甲 潜山县棚民杨季年 年五十四

住居周家源棚内村/巷 自置山业

地粮 山税

祖 妻王氏

祖母 妾

父 子德州尧贵州尧小牙尧义
母 媳王氏尧孙氏

伯 女

叔 孙上元

婶 孙媳

兄 侄女

嫂 侄媳李氏尧郑氏

弟季成 侄孙

弟媳 侄孙女

嘉庆贰拾年正月 日给

阴阴阴阴阴用木板张贴

这份保甲门牌载明了一个棚民家庭的人口构成。不过，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其中产业一项登记为“自置

山业”，且没有应缴税粮额。据乾隆六年（1741）程兆耀卖山契载：“今因缺少使用，自情愿将承祖遗下有

忘字等号，山场内中山里三厘，又周家原山税三厘，共三号，计税一亩整，自愿出卖与族兄名下为业。当

日面议价纹银一两伍钱整。其银当日收足，其税当于本家七甲毛见户内纳粮。倘有遇册之年，入收受人

户内供差纳粮无异”。由此可见，周家原（源）一带在棚民进入之前已经纳入土地登记，亦为忘字号，而

且早就成为璜尖程姓的“祖遗”产业。而前述棚民与程姓订立的租约中，就多次出现了杨姓。因此，笔者

认为该保甲门牌主要是将长期居住的棚民纳入当地的治安体系，而产业赋税的归属并不是重点，所谓

的无纳税记录的“自置山业”或为杨姓承租的山场，在长期经营之后变为己有。尽管如此，随着棚民定

居时间的增长，在廿五都飞地周围开始形成新的聚落，如周家源、刘家棚等。在如今璜尖乡的十八个村

民小组中，还有中山、乌石、上午等地名，皆为棚民客户定居后所形成的。与璜尖等村占据当地主要河

流，控制水源相比，这些聚落都位于更高海拔的山地，水源不足，显然是以玉米等旱地作物为主要经营

对象。

四尧19世纪土地交易规模与契约类型的变化

19 世纪以后璜尖不同土地类型交易规模的变化较为明显。尽管在璜尖土地构成上占据很大的比

例，但在 18、19 世纪的土地交易方面，田地的交易频率和规模并不亚于山场、茶园。笔者对璜尖契约中

的数十份卖契进行统计，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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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类型 山（茶园） 田 房（基地）

时 段
交易量
（笔）

交易总价
（两）

每笔平均
价格

交易量
（笔）

交易总价
（两）

每笔平均
价格

交易量
（笔）

交易总价
（两）

每笔平均
价格

1701-1750 2 15.5 7.75 1 2.2 2.2 1 5 5

1751-1800 8 22.78 2.84 6 50.67 8.45 1 0.8 0.8

1801-1850 6 28.45 4.74 6 24.43 4.07 3 60.152 20.05

1851-1900 7 67.84 9.69 1 54 54 0 0 0

总 计 23 134.57 5.85 13 127.3 9.79 5 65.952 13.19

18-19世纪璜尖土地类型与买卖价格表

说 明：（1）银钱比价，18 世纪较为稳定，按照 1︰1000 的标准换算，19 世纪波动较大，但契约中以铜钱作为货币主要出现在嘉庆

和道光前期，以 1︰1250 的标准换算。

（2）道光以后土地买卖货币主要是“英洋”、“光洋”，按照官价 1 元等于 0.72 两的标准进行换算。

这一统计基于题名为“卖契”的契约，实际上包含了绝卖和活卖两种类型。前述的程天存卖茶园契便属

于活卖范畴，题为卖契，实际上是将茶园作为抵押的借贷行为。考虑到活卖源于“卖”的行为，仅仅是

“卖”的一种变体，而后文主要讨论土地类型的交易规模，不牵涉地租率等计算，故而上表仍将活卖契

归为卖契范畴。

表中的三种土地类型，房地属于生活用地，由于徽州地少人多，适合建造聚落和住宅的土地稀缺，

房屋和基地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而交易量并不多，但平均价格是各类土地中最高的。作为生产用

地的山地和田地，由于部分契约文字简略，未载明税亩数量，上表没有纳入统计。尽管如此，交易价格

与徽州一般田价走向大体一致，仍可反映出不同时段、不同土地类型交易规模的变化趋势。

山地和田地的交易主要集中在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契约数量较多，具有一定的统计意

义。这一时期徽州田土的亩价大体维持在 20-30 两，平均为 22 两 1。由此反推璜尖土地交易规模，18

世纪下半叶，该地区平均每笔山地交易面积为 0.13 亩，田地则达到 0.38 亩，约为山地的 3 倍。到了 19

世纪上半叶，在交易频次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山地平均交易面积是 0.22 亩，田地为 0.19 亩，比前一时

段减少一半，亦少于同时期的山地。19 世纪的后半期，田价基本处于低价位，平均亩价在 10 两以下，

一般为 8、9 两 2。此时璜尖留存田地交易契约仅有一例，且仅有 3 分税亩的田地，卖到银洋 75 元，折合

为 54 两，或属于特例。因而数量较多山地卖契仅能进行纵向比较。以每亩 9 两作为标准，则此时段山

地交易的平均规模继续扩大，达到 1 亩左右。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变化，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棚民

带动的山区垦殖逐渐深入，山地开发面积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民众资金流向山场。

不仅如此，如果将各类契约类型从时间上进行排列，我们还可以发现，1850 年以前几乎看不到以

山地为对象的“当契”，此后这类契约才逐渐增多；而田地当契则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就一直存在。另

外，18、19 世纪山地的绝卖契、租批、拚契留存较多，而田地的租约几乎没有发现，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此可以判断，田地由于数量稀少，一直被当地民众视为与自身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留地，要么出

售，要么作为抵押物，但租佃关系与地权分化并不明显。

璜尖当田契之所以出现在 19 世纪以后，与此时徽州田价开始大幅上涨有关。据统计，雍正年间开

始田价涨势加速，乾隆中叶达到徽州田价历史上的最高峰3。土地价格高涨而难以承担买断费用时，买

主付出价位较低的当价而获得土地部分产权，卖主也可以迅速获得需要的资金，故而订立当田契成为

1 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第 202 页。

2 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第 202 页。

3 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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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当契人程天送袁今因缺少使用袁将菜园地一块袁土名门口田袁忘字一十三号袁计税二厘

正当与 名下遥 三面议定袁当九七纹银一两三钱正遥 其银照依时例交利袁自当以后袁倘得便手袁
凭身取赎袁恐口无凭袁立此当契存照遥

立出当山契人程正鐀袁今因欠少使用袁自愿将承祖父遗下该身分范袁系有忘字号内坐落

土名张家坞荒山一宗袁其山内竹木棕榈一并在内袁上至大尖降袁下至水坑袁里至大坞直上袁外
至徐成海山为界袁四至界内当日指明袁自愿央中立契出当与清坑汪庆松名下为业遥 当日凭

立出抵山批人程懋荣同弟等袁 今因自愿将承父遗下有忘字号袁 坐落土名张家坞荒山一

片袁其山当日指明袁四至照依原界袁该身分范袁一并立批出抵与汪光前名下遥当日三面言定袁时
值抵价英洋十元整遥其洋当即是身收足袁其山即交受抵人开 兴种遥议定一轮限十二年为满遥
该山开垦之日袁替东扦养杉苗袁每阔一丈袁两头扦植袁倘若缺苗袁随时补足遥 订定山不起租袁银
不回头袁期满之日袁三面缴约袁山归业主管回袁毋得阻执遥

再批院该山内不许放种桐子袁只准坑边栽种遥 连皮山内茶丛尚未出抵袁后再另担面议袁此
照遥

立出抵山批人程懋荣同弟等袁 今因自愿将承父遗下有忘字号袁 坐落土名张家坞荒山一

片袁其山当日指明袁四至照依原界袁该身分范袁一并立批出抵与汪光前名下遥当日三面言定袁时
值抵价英洋十元整遥其洋当即是身收足袁其山即交受抵人开 兴种遥议定一轮限十二年为满遥
该山开垦之日袁替东扦养杉苗袁每阔一丈袁两头扦植袁倘若缺苗袁随时补足遥 订定山不起租袁银
不回头袁期满之日袁三面缴约袁山归业主管回袁毋得阻执遥

再批院该山内不许放种桐子袁只准坑边栽种遥 连皮山内茶丛尚未出抵袁后再另担面议袁此
照遥

买卖双方的双赢选择。此时若继续沿用卖契格式加上无期限、无利息的回赎批注，已经不符合田地市

场发展的需求。乾隆三十五年（1770）程天送所立当菜园契称：

这块菜园地仅有 0.02 亩，当价却高达 1.3 两，每亩价格是 65 两，卖价似应更高。程天送采取当契而不

是卖契获得钱款，除了价格上涨的趋势外，还与该菜园土名所显示其位置可能与住宅贴近有关。因此，

菜园仍然掌握在程天送手中，交纳利息，回赎期不做限定。倘若采取卖契方式，甚至推收过户，即便加

上批注，也容易引发纠纷。

山场因种植林木，需要耗费的功力较多。随着 18 世纪后期棚民客户入居开发，除了维持杉木、竹

木的出产外，玉米、杂粮得到大规模种植，租赁关系有很大发展。如此一来，山地的经济价值不断提升，

尤其是玉米可以充当货币在租佃和信贷领域逐渐得到普及。山场开始作为抵押物进入信贷领域，以获

取急缺资金。民众在订约时，也更倾向于采取明确表示信贷功能的当契。

以张家坞山场为例。嘉庆八年（1803），程日樱“因欠少事用”，立下拚山契，“自愿将忘字号内土名

张家坞生山一片”交由程世烛“开拨兴种，当日面议价元二两五钱正”。这份拚契并没有约定归还时间。

两年后，棚民曹玉峰便从程世烛名下承租到这片山场，定立了前文所列的契约（6），种植玉米，二八均

分，同样没有规定租期。此后，这处山场的流转并不清晰，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程懋荣兄弟的

出抵山批中再次出现，其契文如下：

程氏兄弟自称山场“承父遗下”，由于璜尖所存族谱仅记事至嘉庆朝，因而他们与程日樱、程世烛两个

家庭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根据契约内容可以判断此处山场已经从棚民手中收回程姓，并在 20 世纪初

又一次出租给汪姓。程氏兄弟作为山主，一次性获得 10 元鹰洋，抵作 12 年一轮的山租。这只是山场的

一部分，茶丛等部分另外商议订约。得到押金之后，山主似乎并不在乎汪姓种植何种作物。在徽州契约

文书中，“ ”核心意义是“除”和“绝”，即有“全部砍除”或“全部锄除”之意1，因而种山人有较大的自主

权。但他们又需要替山主按照“每阔一丈，两头扦植”的标准种植杉树。这种长期的人力劳动，也成为山

主收益的一部分。对于租客而言，山场种植所得皆为己有，亦能得到补偿。因此，这份租山契约中包含

了山主和租客间两个层面的合作：钱款与土地的交换、替主种树抵消地租。

按照契约规定，山场应当在 12 年后，即 1919 年收回程姓。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程正鐀又将此

山当给清坑村的汪姓。

1 储小旵、张丽：《契约文书札记五则》，《中国农史》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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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面言定袁时值当价大洋六十元正遥其洋成契之日是身一并收足遥其洋依乡加二生息袁无论

近远年袁本利取赎袁不得异说遥

立出卖地基人璜尖程正钟袁今因急需正用袁自愿将承祖遗下该身系有忘字七千五百七十

三号袁土名住后坑边袁计地税二毫整袁其税照依鳞册为定遥 自愿又带忘字号内土名上坞坦茶丛

山一片袁其竹木一并在内遥 其山当日指明袁四至照依原界袁自愿凭中立契出卖与休邑临溪王静

山名下为业袁当日三面议定时值价洋二员六角整遥 其洋当日一并收讫袁其地税山业听凭受人

执契管业袁不得阻执遥 其地税不必推收袁原在程世起户内供差办纳袁无得异说遥
再批院此契准于甲午年尽在五月备齐本利取赎袁毋得过期遥 如过日期袁永无赎回袁听凭受

人变脱袁此照遥 渊押冤

19 世纪后期出现的当山契皆为此样式。与活卖契一样，都没有限定回赎期限，因而郑力民提出以是否

有取赎期限作为判断活卖和典当差别的一个标准，恐怕在具体的地域环境中难以成立 1。此时民众普

遍采用的典契明确规定了 20%的利息，则是此前的活卖契所没有的内容。1935 年 6 月，清坑汪国铉出

当茶山，获得大洋 35 元，在当契正文中言明：“准于来春丙子太岁尽，在夏季办齐本利洋四十二元取

赎，不得拖延短少，如要迟延不取赎，此契以作卖契为用，毫无找赎，永无取赎”，一年的利息为 7 元，年

利率同样是 20%。根据曹树基的研究，浙南石仓“以钱还钱”的当契年利率便是 20%，而且与地租率相

对应，即土地的典当市场与土地的出租市场是统一的，市场调节机制明显2。而璜尖当契已经将“加二

生息”作为“乡例”写入多份契约之中，同样说明当地山场典当也是符合市场机制的行为。

与此同时，并非如寺田浩明所言，“一般很少发现活卖契与典契并存的现象”，19 世纪后期的璜尖

仍发现有少量山场活卖契约。以光绪十九年（1893）程正钟卖地基、山林契为例。

从表面看，此契约仍有活卖色彩，土地税粮没有推收过户，可以回赎。但较之 18 世纪的活卖契，其“再

批”部分的时间限定十分严格，即必须在次年在本利备齐的情况下取赎，否则“永无赎回”的机会，契约

转变为绝卖契。清坑契约也有多份卖契将限定回赎期限作为活卖向绝卖转变的依据。光绪十三年

（1887）五月汪世香卖竹园、山场两处，得洋八元。其卖契称：“再批：准于光绪戊子年（1888）五月夏至原

价取收。如要不取，不必另起推单，听凭受人面腾上册，无得异说，以作杜契为用。”尽管没有收取利息，

但回赎期只有一年。过期不赎，活卖契自动转为绝卖契。可见，随着山地市场的逐渐发展，当地民众即

便沿用活卖契进行信贷交易，也自觉将具有典契特征的内容纳入条款。该卖契末尾还加上了找价的内

容：“大清光绪戊子年五月日找洋二元”。这表明期限到后，汪世香并没有赎回产业，而是在增加地价的

情况下将产业绝卖。因此，“找价”一词存在于典契，而“加价”用于活卖契的推测并不成立 3。与此前

回赎期限规定较为松散的活卖契相比，这些卖契或可视为介于绝卖和活卖之间的中间过渡形态。如

果说清代法典以 30 年期限取代无限期回赎仍有“顽固坚持前商业经济土地永久所有权的理想”之

色彩的话 4 ，那么，璜尖卖契在 19 世纪以后严格限定 1 年左右的回赎期，是完全符合“市场逻辑”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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